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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空间再定向能力发展的理论之争 

费广洪  潘晓敏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深圳 518060) 

摘  要  空间再定向是指迷失方向的个体在空间中重新确定自己方位并找回迷失方向前丢失或被隐藏物体的

能力。几何模块理论、适应性结合理论和视觉图像匹配理论都能够对儿童空间再定向做出一定解释, 但三者

之间互不相容,并存在局限：解释不了语言对整合几何和非几何信息的影响、环境空间大小和参照系选择对再

定向的影响以及空间再定向中性别差异的现象。今后研究应注意实验的生态效应、空间条件的规则性、几何

信息的直接性与间接性以及对三个理论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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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空间认知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是
人类认知事物的重要方面之一。空间认知的研究

重点是人的空间方位识别能力。在自然界中, 空
间方位的识别对于一切动物(包括人类)都有着重
要 的 生 存 适 应 作 用 。 空 间 再 定 向 (spatial 
reorientation)是指动物 (包括人类 )在某一陌生环
境中迷失方向后, 他们可能会依据空间中的几何
信息或特定的路标线索等非几何信息重新确定自

己的方位 , 进而找到正确的返回路线 (Cheng, 
1986; Huttenlocher & Vasilyeva, 2003)。再定向找
物(the reorientation task)是探讨动物及人类的空
间再定向能力的一个研究范式, 即通过创设一定
形状的空间环境, 让迷失方向的(disoriented)动物
或人类在这个空间中根据所提供的几何或非几何

线索重新确定自己的方向, 从而找出在其迷失方
向前所隐藏的目标物 (Hermer & Spelke, 1994, 
1996)。自从 Cheng (1986)对大鼠在一个矩形封闭
空间中再定向行为进行研究之后, 在过去的 20多
年中, 研究者采用再定向找物对动物及人类的空
间再定向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这些研究主
要集中在探讨引导再定向行为的环境线索,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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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线索和非几何线索(纹理、颜色、气味等)。在
众多的研究中, 关于动物和人类是如何利用环境
线索的观点却没有达成一致的解释。主要观点有

几何模块理论、适应性结合理论和基于视觉图像

匹配的快照理论, 每一种理论得到相应的实验研
究的证明。然而, 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们对这
三种理论解释提出了质疑和反驳, 每种理论似乎
都逐渐呈现出其局限性。 

2  几何模块理论(modular theory) 

2.1  理论内容 
该理论来源于 Cheng (1986), 认为再定向以

封闭的几何模块为基础 , 大脑中某个特定区域
是用来编码几何信息的 , 即通过对环境形状进
行编码 , 可以把目标物与其在环境中的位置联
系起来, 形成固定的位置标记。只要记住这种标
记, 就可以准确地进行再定向。以几何模块加工
为基础的再定向与对三维空间布局的敏感性有

关 , 在三维空间布局中对几何信息的加工计算
是自动化的、具体的, 与其他认知加工过程是分
开的。在三维空间布局中的再定向需要对表面距

离和左右关系这些几何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 , 
与其他环境线索相比 , 这些几何线索是具有优
先利用性。 
2.2  理论证明 

封闭空间即连续表面围成的环境。为了研究



第 2期 费广洪等: 儿童空间再定向能力发展的理论之争 253 

 

 

空间再定向中对几何信息的加工过程, 很多实验
都是在墙壁围成某种形状的封闭空间中观察分析

被试的再定向行为。这种对封闭空间的再定向研

究起源于 Cheng 对大鼠的空间再定向能力的经典
研究。为排除外在条件的影响, Cheng让大鼠在封
闭矩形笼子里寻找食物, 并设置了两种条件, 分
别为无路标线索条件和有路标线索条件。在前一

种条件下, 笼子四周没有任何参照物, 笼子的四
个侧面除了形状不同 , 其他特征都相同 ; 相反 , 
在后一种条件下, 给予大鼠不同的路标线索, 如
将笼子的一面做成白色, 其他三面为黑色, 并且
笼子的每个角落所放置的板子在触觉、味觉和嗅

觉上都有区别。结果发现, 两种条件下, 大鼠均产
生了旋转错误, 即在正确角落和对角之间的搜索
次数没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大鼠主要依据笼子的
几何形状确定自身位置, 而不采用其它非几何路
标线索。因此, Cheng提出空间认知是以几何模块
为基础的理论, 认为在空间再定向任务中大鼠主
要依赖了几何信息, 而对非几何信息(如颜色、质
地, 气味等)不敏感。 

在对人类的再定向研究中, Hermer 和 Spelke 
(1994, 1996)最先对儿童的空间再定向能力进行
研究。研究沿用了 Cheng 用于大鼠空间再定向的
范式, 在一个 1.9 m × l.2 m的矩形房间中考察儿
童的空间再定向能力, 同样设置了两种条件, 分
别为房间四面墙均为白色和房间一面墙为蓝色、

三面墙为白色。先把一串钥匙藏在房间的一个角

落, 并用档板挡住, 然后让儿童站在房间的中心
位置上闭眼转四圈, 之后睁眼寻找隐藏的钥匙。
结果发现, 和大鼠类似, 3~5岁儿童也只能利用矩
形房间的几何信息, 而不能利用矩形房间的非几
何信息来再定向。如图 1 所示, 如果把靶物体藏
在 B处, 儿童可以根据房间的几何形状来再定向, 
在正确位置 B和与 B具有相同几何意义的对角位
置 C寻找靶物体。从位于矩形房间中心的儿童来
看, B和 C的左边都是长边, B和 C的右边都是短
边。但是, 如果把该矩形房间的一面墙(如 BD边)
改为蓝色, 其他三面保持白色。蓝色边 BD就可作
为一种非几何信息来确立靶物体的位置, 此位置
有独特的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 即靶物体在蓝
色边的左端。然而, 儿童却不会利用这面颜色不
同的墙来确定靶物体的位置, 仍然会选择与靶物
体所在位置相同的对角。 

 
 
图 1  Hermer和 Spelke实验中的矩形房间图示 

 
据此, Hermer 和 Spelke 认为, 年幼儿童在空

间再定向任务中只利用几何信息而忽略非几何信

息, 因为年幼儿童与一些非人类动物一样, 主要
依赖于较原始的几何模块。尽管迷失方向的儿童

或动物可能利用了环境中有区分性的物体、有颜

色的墙壁或其他非几何线索来引导自己的行为 , 
但是这些非几何线索只是作为寻找靶物体的直接

线索, 而不用于再定向。 
Gouteux, Vauclair和 Thinus-Blanc (2001)采用

小模型环境对 3~5 岁儿童的再定向进行了研究。
在没有呈现非几何信息的矩形模型中, 4岁儿童在
正确角落和对角上产生了混淆, 出现了 180°的选
择性模糊, 说明儿童能够利用矩形模型中的几何
信息。虽然这个年龄比大矩形空间测得的年龄要

大, 但却说明不仅当儿童置于矩形环境中时能利
用几何信息, 而且当儿童面对小模型的环境空间
时, 也同样能够利用小模型所提供的几何信息进
行再定向。 

Lourenco和Huttenlocher (2006)对 18~24个月
儿童的再定向进行研究。让其中一组儿童在一个

等腰三角形小房间中(没有非几何特征)进行再定
向任务, 另一组儿童在相同形状的桌面盒子外进
行再定向任务, 最后比较两组儿童的成绩。结果
显示, 在这两种条件下, 儿童都能够确定隐藏物
体的位置。说明了基于形状的再定向不仅适于置

身其中的环境 , 也适合于封闭环境外看到的情
形。可见,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 采用类似材料与
过程的实验得到了比较稳定的结果, 儿童都表现
出对几何信息的优先利用。 
2.3  几何模块理论的局限性 

虽然几何模块理论已经得到大量实验证据

的支持,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几何模块理论似
乎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

方面： 
2.3.1  几何模块编码只对明显的几何信息敏感 

如果大脑特定区域对任何几何信息都敏感的

话, 那么, 儿童应该能够很容易地观察到由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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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离物体所围成的不明显的几何形状, 能够利
用这些非连续的、不明显的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

然而, 研究者们的研究却否定了这一假设, 对几
何信息的利用似乎只适于封闭空间内部。当环境

空间由分离的路标或其他排列构成时, 儿童不能
利用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Gouteux 和 Spelke 
(2001)在圆形空间中用三个彼此不相连的、不同盒
子构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虽然这个三角形的边

长并不相等, 但是迷失方向的儿童仍然不能利用
三角形的差异信息进行再定向。当把盒子改为四

个时, 3~4岁的儿童也不能根据盒子构成的矩形排
列所提供的几何结构来确定靶物体的位置。 

使用其它形状及不同物体作隐藏地点的大量

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结果。Lee, Shusterman 和
Spelke (2006)在一个圆形房间中对 4 岁儿童进行
测试, 房间里有三个盒子, 其中两个相同。当靶物
体藏于独特盒子时, 儿童在迷失方向后准确地走
向独特盒子找回靶物体; 但当靶物体藏于两个相
同盒子之一时, 儿童却经常在这两个相同盒子之
间产生混淆。说明独特盒子已成为确定靶物体位

置的直接线索 , 而不是方向信号。 Gibson, 
Leichtman, Costa和 Bemis (2009)让儿童在由电脑
屏幕呈现的三个物体中进行再定向。结果发现 , 
与三个物体是分离的条件相比, 在有线条将三个
物体连接起来的条件下, 儿童利用几何信息进行
寻找的正确率明显提高。Lee和 Spelke (2011)的研
究呈现四个深蓝色圆柱体, 这四个圆柱体构成了
一个矩形。结果 38~51 个月的儿童不能在这个矩
形中进行再定向。由此可见, 在由分离的物体构
成的矩形几何形状中, 儿童不能像在封闭矩形中
那样利用矩形所提供的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显

然, 分离物体所呈现的几何信息不如封闭空间所
呈现的几何信息明显, 而这些实验都证明了儿童
对这些不太明显的几何信息是不敏感的, 因此尽
管存在几何信息, 但是儿童却不能利用这些信息
进行再定向。另外 , Lew, Gibbons, Murphy 和
Bremner (2010)设置对称矩形封闭空间、不对称四
边形封闭空间、对称矩形排列、不对称四边形排

列、对称三角形排列、不对称三角形排列, 考察
18个月至 3岁儿童利用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的情
况。结果发现, 存在对称信息时, 儿童能够利用几
何信息, 而空间中没有对称信息时, 儿童不能利
用几何信息, 即儿童利用几何信息进行空间再定

向只适用于对称空间中。 
2.3.2  几何模块编码只适用于三维结构 

证明几何模块编码合理性的实验有一个共同

特点, 即都是在三维空间中进行的。而当在二维
结构中进行再定向任务时, 儿童对几何信息的利
用就存在一定局限性。在以二维图像形式呈现的

空间中, 儿童的再定向表现远远不如在相同形状
的三维空间中。 Gibson, Leichtman, Kung 和
Simpson (2007)在电脑屏幕上给儿童呈现二维图
片, 图片上由三个相同的独立物体形成一个三角
形, 让儿童在这个三角形中进行再定向, 结果发
现, 3~6岁儿童在二维结构中不会利用几何信息进
行再定向。Lee 和 Spelke (2008)发现,即使是用 5
厘米宽的磁带线将空间中的物体围成一个几何形

状 ,儿童也不会依据由磁带线构成的几何形状来
进行再定向,只有当把磁带线改为高达 3/4 英尺
的墙壁时 ,儿童才能利用这个墙壁所形成的较明
显的几何形状来再定向。Lee 和 Spelke 把这种现
象归结为三维结构的作用。他们在地板上给儿童

呈现一个黑色的二维特征矩形结构 , 同样发现
38~51 个月的儿童在矩形四个角落上随机进行搜
索 , 而不能利用所呈现的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
(Lee & Spelke, 2011)。 
2.3.3  几何模块理论没有揭示出儿童利用哪些几

何属性进行再定向 
虽然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了几何模块理论的合

理性, 但是这些研究并未解决这样的问题：儿童
是怎样对几何信息进行编码和利用的？他们是通

过哪些基本的几何属性来确定自己在环境中的位

置以及靶物体的位置？ 
许多研究都是在矩形空间中进行的 , 这样 , 

儿童可以通过构成矩形空间的围墙长度、距离和

方向产生一个旋转的不确定性(180°的选择模糊
性), 自然会在正确角落和相差 180°的对角上产生
混淆。因此, 在矩形中, 儿童可能利用了长度、距
离和方向信息。由此可以推论, 当呈现的几何形
状不同时, 给儿童提供的几何信息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几何模块编码对任何几何信息都敏感, 那么, 
无论提供了哪一种几何信息, 儿童都应该能够察
觉到这种可辨别信息并且利用它进行再定向。然

而, 相关研究却表明儿童在这一方面的局限性。 
Huttenlocher 和 Vasilyeva (2003)让迷失方向

的 2 岁儿童在一个等腰三角形空间中寻找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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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 儿童寻找的正确率为 70% 。说明儿童
能利用既有长度差异也有角度差异的三角形空间

的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 但是儿童所利用的几何
信息却不涉及角度差异。因为等腰三角形的顶角

与两个底角存在角度差异。如果儿童能利用这些

角度信息, 则他们在顶角的正确率应该最高, 并
且在两个相等的底角之间也应该产生更多混淆 , 
而实验结果却非如此。Hupbach 和 Nadel (2005)
在一个菱形(内角为 60°、120°、60°、120°)房间内
对 2~6 岁儿童进行测试。每次实验将靶物体隐藏
在菱形的不同角落, 让儿童在迷失方向后寻找。
年龄较大的儿童在正确角落和几何对等角落中寻

找物体, 显示出对几何学形状的成功利用。反之, 
3 岁儿童和更小儿童在迷失方向后却随意地在四
个角落进行搜索, 显然无法将角度信息作为再定
向的线索或者作为隐藏物的位置标记。李富洪、

孙弘进、李红、曹碧华和邬德利(2008)采用几何信
息更丰富的等腰梯形空间考察了 2~3.6 岁儿童的
再定向能力, 结果发现, 儿童并不会利用新增的
几何信息来确定靶物体, 与在矩形空间中一样,并
没有整合梯形的角度差异和边长差异做出准确判

断。Lee, Sovrano和 Spelke (2012)给 2岁儿童提供
封闭或破裂的菱形空间和矩形空间, 探索了再定
向任务中迷失方向的儿童对长度、角度、距离和

方向信息的敏感性。结果表明, 儿童根据一些但
非所有的几何属性进行再定向：利用了菱形或矩

形空间中的距离和方向信息进行再定向, 而对长
度和角度信息不敏感。因此, 儿童在再定向任务
中对几何信息的利用是有限的, 他们只能利用某
些几何信息而对其他几何信息不敏感, 也不会整
合多重几何属性来做出更好的定向。 
2.3.4  几何模块理论解释不了儿童利用非几何信

息进行再定向的现象 
根据几何模块论的观点, 空间再定向是由一

个对空间几何信息进行加工的“封装”系统完成的, 
其他任何信息无法进入此系统。尽管某些条件下

儿童能够利用路标信息, 但该路标信息并不是用
于再定向, 而只是用于找回靶物体的一个直接线
索(Wang & Spelke, 2002; Lee et al., 2006)。然而,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Newcombe, 
Ratliff, Shallcross和 Twyman (2009)用两种方法考
察了儿童再定向中对特征信息的利用。他们用一

个几何结构更复杂的径向对称八边形空间作为实

验材料。当八边形的边都是白色时, 2~3岁儿童能
够在几何正确的位置上进行选择, 证明了儿童能
够在径向对称的空间中利用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

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一对称轴的空间。当八边形的

一条边为红色其他边为白色, 即有两个角为白色
边和红色边的夹角时, 如果儿童仅仅把非几何信
息作为直接线索而不作为再定向依据的话, 儿童
就会在这两个角落上产生混淆。但实验结果却非

如此, 3岁和 5岁儿童都能够结合几何信息和颜色
信息进行再定向。李富洪、曹碧华、谢超香、孙

弘进和李红(2011)在矩形房间的四角设置颜色不
同的档板作为路标线索, 以平均年龄为 3.5 岁的
儿童作为被试。研究发现, 在几何信息与路标信
息同时存在时, 幼儿可以对二者进行整合; 而只
有路标信息时, 儿童也能依据路标信息并结合左
右方位准确地再定向。  

3  适应性结合理论(adaptive combination 
theory) 

3.1  理论内容 
尽管已有一些实验证明再定向依赖于环境的

几何形状 , 但是其他一些实验也提供了不少反
驳。适应性结合理论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观点 , 
它强调再定向是以环境中所有可感知的信息资源

为基础, 并且每种资源都是按照它的显著性和有
效性而被不同年龄儿童赋予了不同的权重

(Newcombe & Ratliff, 2007)。适应性结合理论认为, 
空间再定向能力与对相关信息进行编码的能力是

有关的。这两种能力对环境中的相关信息赋予权

重, 然后根据已有经验中每种信息的效用来构成
一个最佳组合, 利用这种组合完成再定向任务。
因此, 儿童能否利用非几何信息与这些信息的显
著性和有效性有关。无论是几何信息还是非几何

信息, 显著的物体能被当作可靠线索来引导再定
向行为。适应性结合理论和几何模块理论之间的

争论焦点在于儿童能否整合利用几何和非几何信

息进行再定向。按照几何模块理论的观点, 个体
对环境的空间形状是敏感的, 儿童像动物一样只
利用环境中的几何信息而忽略了非几何信息进行

再定向; 然而 , 按照适应性结合理论的观点 , 儿
童是将环境线索的显著性和有效性作为再定向的

基础, 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同样能够被用于再
定向。支持适应性结合理论的证据主要是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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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能整合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的

相关研究。 
3.2  理论证明—— 儿童不能利用非几何信息的

原因 
3.2.1  路标的固定可靠性 

Hermer和 Spelke采用被试内设计, 让所有被
试都参与两种条件的实验(四面墙壁颜色相同和
有一面墙壁颜色与众不同), 结果发现, 儿童不能
利用颜色与众不同的墙壁作为再定向的依据。研

究者认为, 儿童先后交替参加这两种条件的实验
时, 虽然意识到颜色信息的存在, 但是可能认为
墙壁的颜色是随时更换的, 是不稳定的, 所以没
有将颜色作为再定向的依据。Hermer 和 Spelke 
(1996) 在实验中用玩具汽车、玩具熊与盒子作为
路标, 结果儿童没有利用这些路标来寻找物体。
Wang, Hermer和 Spelke (1999)采用正方形空间研
究了路标的固定性与熟悉性对儿童空间再定向的

影响。在实验中, 近 2 岁的儿童不能利用颜色不
同的墙壁来准确找到靶物体。但是, 当其中一面
墙上呈现一个凸起物时, 儿童会将这个凸起物作
为线索, 与红色墙壁联系在一起, 因为凸起物增
加了非几何线索的固定性(引自 邬德利, 李富洪, 
孙弘进, 李红, 2007)。 

由上可见, 儿童会根据路标信息的可靠性程
度对其赋予权重。当路标信息是可靠的, 儿童会
对其赋予较高权重, 从而加以利用; 而当路标信
息不固定、不可靠时, 儿童就会忽略这些信息。
在儿童的经验中, 非几何信息都是小的、可移动
的物体, 是不可靠的线索。而墙壁或大物体中的
几何信息都是稳定、显著的。儿童认识那些提供

可靠线索的潜在路标并且对其赋予高权重。因此, 
当环境布局的几何信息是微弱或不可靠时, 这些
几何信息对儿童再定向的影响应该变小或消失。 
3.2.2  信息的显著性 

目前有关儿童再定向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对几

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的利用。在这些研究中, 几
何信息是以一种非常强烈的形式呈现的, 而非几
何的特征信息却远远没有几何信息那么强烈。突

出的、显著的信息容易被儿童捕获并且加以利用。

而当信息不突出时, 即便是几何信息儿童也照样
不能利用(Gouteux & Spelke, 2001; Lee et al., 2006; 
Lee & Spelke, 2011)。Nardini, Atkinson和 Burgess 
(2008)指出 , 以往的研究设计(Hermer & Spelke, 

1994, 1996; Cheng & Newcombe, 2005)并没有完
全体现出儿童利用颜色信息的能力, 因为那些实
验条件本身就倾向于给儿童提供更多的几何信

息。因此, Nardini等人用一个小方形封闭空间(两
面墙壁为白色, 另两面墙壁为蓝色)进行研究。结
果发现, 18~24个月的儿童能够利用墙壁颜色进行
再定向, 即以颜色信息为基础, 进行左右方向判
断。在他们的实验中, 正方形没能提供可利用的
几何信息, 但有可利用的颜色信息, 所以颜色信
息是显著的, 结果儿童成功地利用了该信息。 

周婵和胡清芬(2011)考察了几何线索的直接
性和显著性如何影响 5 岁儿童利用几何和非几何
线索。研究采用在一个边或角有颜色标记的菱形

平面作为研究材料, 在这个菱形平面的四个角或
边位置中藏物, 让儿童找物。结果发现, 几何线索
优先性并不稳定。几何线索的直接性直接影响了

几何线索的使用。而在几何线索直接的条件下 , 
几何线索的显著性又影响了几何线索的使用。另

外, 几何线索直接性及显著性均不影响儿童对颜
色线索的使用。 
3.3  适应性结合理论的局限性 

尽管适应性结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几何模

块论所不能解释的一些现象, 也得到了大量的实
验支持, 但是该理论仍然受到一些质疑。Lee 和
Spelke (2008)创设了四个实验情境对 4 岁儿童的
再定向进行考察。结果发现, 在 30cm高围墙的矩
形中, 儿童的再定向成绩与在 1m 高围墙的矩形

中的成绩没有差异; 在由 4根独立的 1.8m高的圆
柱体所构成的矩形中和一个二维形式的矩形中均

不能进行再定向任务。这个结果对适应性结合理

论提出了三个质疑：第一, 高墙壁(1m)围成的空
间阻挡了儿童的视线和行动, 而在低墙壁(30cm)
围成的空间中儿童的视线不受阻挡, 同时还能越
过低墙壁进行位移 , 因此 , 与高围墙空间相比 , 
儿童在低围墙空间中接收到的信息更多(包括空
间外的), 这就使得高围墙空间中几何信息比低围
墙空间更明显突出。因此, 按照适应性结合理论, 
与低围墙相比, 高围墙会对儿童再定向产生更大
影响。但实验结果却非如此; 第二, 稳固的大圆柱
体是突出的、可靠的, 但是单靠四根竖立的圆柱
体围成的矩形空间所提供的信息却不能引导儿童

进行再定向; 第三, 在用粘在地板上的 2cm 宽黑
色带子构成的二维矩形空间中, 儿童仍然不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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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二维矩形进行再定向, 尽管该二维矩形构造是
明显和突出的。这三点都是适应性结合理论所无

法解释的, 因此, 该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4  图像匹配理论(image-matching theory) 

4.1  理论内容 
图像匹配理论强调再定向加工是以图像匹配

为基础的 (Stürzl, Cheung, Cheng, & Zeil, 2008; 
Wystrach & Beugnon, 2009)。人们会在视网膜上对
环境形成一个全景的二维图像, 再依据当前成像
来记住该环境。根据此观点, 再定向过程中并没
有对几何形状和路标进行表征。表面布局之所以

影响迷失方向动物的行为, 是因为在视网膜上形
成了与环境中那些独特的、显著边缘有关的图像

(Cheng, 2008)。如果三维和二维路标在视网膜上
形成了相等的边缘, 那么它们在再定向中就具有
同等的影响, 即二维和三维表面局部是没有差异
的。视网膜上出现的显著性特征决定了环境中的

哪些物体会影响动物行动的方向。 
4.2  理论证明 

动物迷失方向之后 , 他们会在环境中移动 , 
直至他们视网膜上形成的环境图像与之前储存在

其头脑中的二维图像之间的匹配达到最高程度 , 
这使他们返回到目标位置。这一观点最先由动物

研究证实。蜜蜂在对单一物体的距离和方向进行

编码时, 会根据路标大小在视网膜上的成像进行
搜索(Collett, T. S., & Collett, M., 2002), 即蜜蜂已
经在记忆中储存了从目标位置上所看到的路标形

状, 之后通过移动来找到与之相匹配的视网膜成
像, 以致找出目标位置。 

这种现象与空间表征依赖于特定朝向的观点

是一致的。Rieser (1989)在研究中发现, 当想象朝
向与学习朝向一致时, 被试提取空间信息比二者
不一致时更为准确和迅速。另外, 图像匹配理论
与儿童在空间表征中采取自我参照系表征

(egocentric representation)的现象是一致的。在自
我参照系表征中, 物体的位置是相对于观察者来
表征的, 并且随着观察者的移动, 空间表征也在
不断地更新。在 Wang 和 Spelke (2002)的系列研
究中, 被试首先学习房间中六个物体的位置, 然
后分别在迷失方向 (disorientation) 、导向转动
(oriented-turning)和再定向(reorientation)条件下完
成物体位置指向任务。迷失方向条件下, 被试在

蒙眼自转的过程中房间的灯光没有变化; 导向转
动条件下, 在固定的方向上提供了灯光, 被试能
够在蒙眼自转时依据灯光确定自己的方向; 而再
定向条件下, 被试蒙眼自转时灯光是熄灭的, 但
自转结束时灯光又亮起来。结果发现, 与导向转
动和再定向条件相比, 被试在迷失方向情况下提
取物体空间结构关系的准确性明显变差。因为迷

失方向使被试的自我朝向感丧失, 从而导致其对
空间表征的动态更新过程中断, 这时视网膜上的
成像与贮存在头脑中的图像之间具有很大差异 , 
被试需要通过移动来寻找与头脑中储存的图像最

相似的场景才能做出准确判断。在没有找到匹配

度较高的情况下, 被试容易指向错误的位置和物
体。而在导向转动过程中, 被试能够保持自我朝
向感, 因此可以较为准确地更新物体相对于自身
的位置表征。Nardini, Thomas, Knowland, Braddick
和 Atkinson (2009)在研究中, 要求儿童在迷失方
向后从最利于图像匹配的位置(以观点依赖的方
法进行编码)上或者从一个新的位置(以观点独立
的方法进行编码)上找出隐藏的靶物体。结果表明, 
4 岁儿童只有在观点依赖条件中才能进行再定向, 
5 岁儿童的再定向从观点依赖转变到观点独立, 6
岁儿童能够采用观点独立方法进行再定向。说明, 
小于 6岁的儿童是通过图像匹配进行再定向的。 
4.3  图像匹配理论的局限性 

尽管图像匹配理论已经得到相关研究的证明, 
但是这个理论却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Lee 和
Spelke (2008)的实验除了反驳适应性结合理论之
外, 同样也反驳了图像匹配理论。因为如果二维
图像跟三维环境没有差异, 那么,当实验材料以二
维形式呈现时, 儿童的再定向成绩应该与在相应
的三维空间中的成绩没有差异。但是 Lee和 Spelke 
(2008)的实验结果并非如此。随后, Lee和 Spelke 
(2011)在一个同质的矩形中测试了 3~4 岁儿童的
再定向。当矩形是由短挡板或隆起物作边长时 , 
儿童成功地进行了再定向。而当矩形是由房间地

板上的一张黑色塑料纸(即二维的矩形)呈现或当
矩形是由四个独立的圆柱体排列、一条连续的细

绳构成时, 儿童均不能进行再定向。这说明儿童
是依据三维表面布局进行再定向的, 引导儿童进
行再定向加工过程的是几何信息而不是对环境图

像的匹配。另外, Nardini 等人(2009)的研究中, 6
岁以上儿童能够从新颖的视角下进行再定向,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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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图像匹配理论无法解释的。 

5  超出三种理论解释力的现象  

引导儿童再定向的机制是什么？正如前文

所述 , 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条件下得出了不一
致的结论 , 三种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实
验进行解释。然而, 仍然存在超出以上三种理论
解释力之外的现象 , 这些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个方面： 
5.1  语言对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整合的影响 

为了探讨儿童能否整合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

息 进 行 再 定 向 , Hermer-Vazquez, Spelke 和
Katsnelson (1999)以测试年幼儿童的任务来测试
成人, 结果发现, 成人能同时利用几何信息和非
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然而, 让成人在完成再定
向任务的过程中同时口头重复一段刚刚听到的文

章时, 成人的再定向能力与儿童一样, 均只能利
用几何信息而不能利用非几何信息。相反, 如果
让成人在完成再定向任务的过程中口头重复听到

的一段音乐旋律时, 其再定向能力不受干扰, 能
够整合利用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也就是说 , 
非语言的旋律不会对空间再定向产生干扰, 而语
言信息会起明显的干扰作用。因此 , Hermer- 
Vazquez等认为, 在语言干扰情景下, 成人不能整
合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是由于语言

的缺失。同样。3~5 岁儿童不能利用非几何信息
只能利用几何信息, 很可能是因为 3~5 岁儿童还
处于语言发展初期, 空间语言发展不成熟, 因此
不能借助于语言将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整合起

来 进 行 再 定 向 。 Hermer-Vazquez, Moffet 和
Munkholm (2001)进一步研究发现, 儿童要到 5~7
岁时才能将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整合起来进行

再定向。 
根据这些实验结果, Hermer-Vazquez 等认为, 

语言系统在儿童空间再定向中对几何信息和非几

何信息的整合具有重要作用。年幼儿童的再定向

能力之所以类似于一些低等动物, 只能利用几何
信息, 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发展不够成熟。随着年
龄的增长, 语言会不断发展, 因此在 5岁以后, 儿
童能使用语言将几何和非几何信息整合起来, 表
现出与成人相同的空间再定向能力(引自邬德利, 
李富洪, 孙弘进, 李红, 2007)。 

然而, 有研究者对语言在整合几何信息和非
几何信息中的重要性也提出了异议。Ratliff 和
Newcombe (2005)重复了Hermer-Vazquez等(1999)
使用语词干扰的实验, 不同的是, 在他们的实验
中明确告诉了被试要做什么, 而 Hermer-Vazquez
等仅要求被试注意所要发生的事。结果发现, 在
明确告诉被试要做什么情况下, 成人的再定向能
力与没有任何干扰情况下的再定向能力相同, 从
而否定了 Hermer-Vazquez等所提出的语词干扰任
务对成人再定向能力的破坏作用。因此, Ratliff和
Newcombe 认为可能语言并非整合几何和非几何
信息必不可少的因素。然后, 他们设计了另一种
任务来代替语词干扰任务, 要求被试在完成空间
再定向任务的同时完成一个空间想象任务, 结果
发现, 成人再定向能力只利用几何信息, 不能利
用非几何信息来再定向。因此, 研究者认为可能
存在一些非语言的空间认知系统破坏了成人整合

利用几何和非几何信息的能力。这一实验结果否

认了语言在空间再定向中整合几何和非几何信息

的作用(Hermer-Vazquez et al., 2001)。 
由此可见, 语言在人类个体再定向中具有一

定的作用, 但是它对整合几何和非几何信息是否
必要, 研究结论并非一致。而无论是几何模块论、
适应性结合理论还是图像匹配理论都没能对语言

的作用进行解释。 
5.2  环境空间的大小对再定向的影响 

Learmonth, Newcombe和 Huttenlocher (2001)
对 17~24 个月的儿童进行研究。研究的空间形状
和墙布颜色与 Herman 和 Spelke 实验相同, 但是
将矩形空间扩大为 Herman 和 Spelke 所用空间的
4 倍, 结果这个年龄的儿童能够利用非几何信息
来再定向。换言之, 当环境中呈现颜色信息时, 小
于 5 岁的儿童并不是一味地依靠几何信息而忽略
颜色这一非几何信息, 空间的大小会影响儿童对
非几何信息的利用程度。在大房间里, 几何信息
在再定向加工中并没有被优先利用。而 Hermer
和 Spelke的实验却认为 3~5岁儿童不能利用非几
何信息。 

之后, Learmonth, Nadel和 Newcombe (2002)
等人又用一个小的和一个大的实验房间, 对 3~4
岁和 5~6岁的儿童进行了重复的实验。结果显示, 
小于 6 岁的儿童在大房间的再定向中没有产生旋
转错误, 但是在小房间产生旋转错误, 而 6 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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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在大和小的房间都能正确定位。小房间的实验

结果可以与 Hermer 和 Spelke 的实验进行比较。
由此可见, 环境大小是整合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
息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并且这种能力在 5 岁左右
发展。Gouteux 等人在一种小模型空间对 3~5 岁
儿童进行的实验也得到了一个类似结果。这个任

务不是在一个房间里迷失方向后的再定向, 而是
在桌面的一个小矩形盒子里进行定位。矩形盒子

呈现在儿童前面并且让儿童闭眼自转。结果同样

证明了儿童 4 岁之后才能利用矩形模型的几何线
索, 这比 Hermer和 Spelke (1994)证明的 2岁儿童
在矩形房间中能利用几何线索的年龄要大两岁。 

由此可见, 进行再定向任务的空间大小对儿
童能否利用几何信息、能否整合利用几何信息和

非几何信息以及最早能够利用的年龄有影响, 然
而无论是几何模块论、适应性结合理论还是图像

匹配理论都没有对空间大小这一因素进行解释。 
5.3  参照系选择对再定向的影响 

个体在认识周围事物时主要有两种参照体系, 
一种是以自身为参照系; 另一种是以客体为参照
系。无论是证明或反驳几何模块论、适应性结合

理论还是图像匹配理论的研究都未能区分这两种

参照系对儿童空间再定向的影响。 
综上所述, 不难看出, 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

让儿童在矩形房间中进行再定向。根据皮亚杰对

儿童空间表征的研究, 儿童空间定位发展是一个
由自我中心编码向客体中心编码发展的过程, 儿
童建构自身和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先于建构物体

之间的关系, 并且只有 9~10岁的儿童才没有表现
出自我中心编码现象(引自刘剑, 2008)。换言之, 
在矩形空间中, 小于该年龄段的儿童能够以自我
为参照系依据左右方位在正确位置(或对角)寻找
隐藏物。然而, 当儿童的这一自我参照体系被破
坏后, 他们就不能顺利地利用几何信息完成再定
向任务。Gouteux 等人在一种小模型空间对 3~5
岁儿童进行的实验表明, 3岁及其以下儿童在矩形
模型外完成空间再定向任务时无法依据自我参照

系进行定位, 只是在矩形房间的四个角落上随机
寻找靶物体。由此可见, 参照系的确定与选用可
能会影响儿童的空间再定向成绩。 
5.4  空间再定向中的性别差异 

以往再定向研究 (Hermer & Spelke, 1994, 
1996; Hupbach & Nadel, 2005; Huttenlocher & 

Vasilyeva, 2003; Learmonth, Newcombe, Sheridan 
& Jones, 2008)并没有呈现出再定向的性别差异情
况, 近期有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Lourenco, 
Addy, Huttenlocher和 Fabian (2011)对 18~24个月
儿童如何表征矩形空间中的几何信息进行考察。

该矩形空间既存在可确定隐藏物位置的几何信息, 
也存在直接的非几何信息。研究发现, 无论是在
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同时可用的条件下、只有

几何信息可利用的条件下还是在几何信息和非几

何信息相冲突的条件下, 男孩都能比女孩更多地
利用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研究认为, 虽然女孩
和男孩一样能够对几何信息进行编码, 但是不同
性别儿童对几何信息赋予的权重不同, 导致了男
孩和女孩在整合多种信息时出现了不同的变化。 

按照几何模块论, 个体优先对几何信息进行
编码, 因此对几何信息的利用情况不应该存在性
别差异; 同样 , 按照图像匹配理论的解释 , 空间
再定向中同样不存在性别差异; 尽管适应性结合
理论能够从赋予几何信息或非几何信息不同权重

的角度来解释再定向中儿童能够利用几何或非几

何信息, 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性别儿童对几
何信息赋予的权重不同。 

6  未来研究方向 

近 20年来, 虽然关于儿童空间再定向问题已
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并且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
的成果,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的问题： 
6.1  生态效应 

关于儿童再定向能力的研究都是采用再定向

找物的研究范式, 通过创设一个环境空间, 让迷
失方向的个体在这个空间之中或之外, 根据所提
供的几何信息或非几何信息重新确定自己的方向

从而找出迷失方向前被隐藏的靶物体。这种实验

范式下的研究已经得出了很多结论, 但是, 这些
结论都是来自于严格控制的实验室, 那么, 实验
室中得到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自然环境？ 

前面已经提到, 空间环境的大小、路标的显
著性、路标的可靠性均对儿童的再定向产生影响。

在自然环境中, 儿童置身的空间可能远远大于实
验室环境, 并且自然环境中存在更多可利用的可
靠或显著的路标信息, 而在实验室环境中, 儿童
所处的空间是封闭的, 这种差异有可能给儿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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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几何信息或非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带来了

不同影响。有研究者在具有生态效应的环境中对

3~7 岁儿童进行考察(Smith et al., 2008), 让儿童
在一个开放的公园里进行再定向, 结果, 3岁儿童
能够利用自然环境中的路标信息进行再定向, 这
与 Hermer和 Spelke的研究结论不同, 即 3~5岁儿
童不能利用非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这种不一致

的结果可能是由不同的实验环境造成的。与自然

环境中的实验相比, 实验室的封闭空间可能限制
了儿童利用非几何信息能力的发挥, 从而低估了
儿童利用非几何信息的能力。所以, 实验室中得
出的结论能否推广值得怀疑。因此, 以后的研究
需要考虑生态效应, 可以在自然环境对以往实验
室的研究结论进行验证, 丰富研究。 
6.2  空间的规则性 

以往证明几何模块论、适应性结合理论和图

像匹配理论的研究多数使用矩形空间, 也有研究
使用菱形或三角形, 其共同特点是空间都是比较
简单的规则形状, 这些规则形状往往具有对称性, 
并且是儿童熟悉的, 儿童对空间的几何信息较敏
感, 换言之, 这些实验条件本身提供的线索就偏
向于有较多的几何信息和较少的非几何信息, 从
而使得儿童更倾向于利用几何信息而忽略非几何

信息, 这就难于考察出儿童是否具有整合几何、
非几何信息的能力。如果规则性确实突出了空间

中的几何线索, 那么有理由对前人的研究结论进
行质疑, 儿童在再定向找物任务中对几何线索和
非几何线索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其有或没有利用某

种线索的能力, 而只是反映了他们在这些规则形
状下对几何线索的利用倾向。如果采用多边形或

不规则的空间, 儿童是否还能首先利用几何信息
来再定向？ 

为了探讨形状规则性在儿童再定向中的作用, 
以后的研究可以设置多种形状的空间进行实验 , 
而不仅仅使用矩形、菱形或三角形。此外, 在自
然环境下, 人们所处的空间很少是规则的几何形
状 , 比如 , 室外环境中 , 人们面临的空间更多是
非规则形状 , 而即便室内空间具有一定规则性 , 
但是由于室内空间往往存在其他家具设施的干扰, 
使得原本规则的空间形状也变得不规则了。因此, 
使用不规则的空间形状进行研究更符合人们的生

活经验, 也可以避免由于人们对规则形状的过于
熟悉导致研究结论难以推广。 

6.3  几何信息的直接性与间接性 
从前文所述中可以看出, 以往的研究用不同

的实验材料会得到不同的实验结果, 而在这些实
验中, 很多研究都忽略了几何信息的直接性和间
接性这一变量。无论是在矩形、菱形还是三角形

空间中进行的再定向任务, 很多研究者都是将这
些形状的角落位置作为考察的位置, 忽略了不同
形状中角位置所提供的几何线索的直接性与间接

性是不同的。比如, 矩形空间中四个角都是直角, 
角度没有差异而边长有差异, 当隐藏物放在角位
置时, 儿童不能直接根据角度进行判断, 而需要
先对角落的左右边长进行判断 , 从而找出角落 , 
因此角位置需要间接从边长关系得到的, 利用难
度较大 ; 而在菱形中 , 边长相等而角度有差异 , 
当隐藏物放在角位置时, 儿童不需要对边长进行
判断, 而可以直接根据角度大小进行判断, 因此
在菱形中, 角位置提供了直接的几何线索, 利用
难度较小。可见, 不同形状中角位置所体现的几
何信息意义是不同的, 而单纯地将在矩形角位置
中得到的结果与在菱形角位置中得到的结果进行

比较是不恰当的。因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 需要考
虑和区分所考察位置几何线索的直接性和间接性, 
从而更准确、全面地了解儿童的再定向能力。 
6.4  三种理论的统一 

尽管几何模块论、适应性结合理论和图像匹

配理论都能够对儿童空间再定向进行一定的解释, 
但是三个理论的观点是相互独立的, 而证明某种
理论的实验的目的之一在于反驳其他理论观点。

可见, 关于儿童再定向能力发展的理论之争尚未
结束。或许这三种理论并非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的。

另外, 正如前文所述, 仍存在这三种理论所无法
解释的现象。那么, 是否存在其他的理论可以对
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呢？是否存在一种能够整合三

种理论的观点呢？在以后的研究中, 可以对这三
种理论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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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versies Among The Theories of Children’s Spatial Reorientation 

FEI Guanghong; PAN Xiaomin 
(Normal College,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Children’s spatial reorientation is the ability that the disorientated individuals reorient themselves 
and are able to find the hidden object after disorientation. Although the modular theory, the adaptive 
combination theory and the image-matching theory have made some explanations on children’s spatial 
reorientation behaviors, these three theories are in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Besides, all of their 
explanations are limited to some extent since none of them can explain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on the 
integration of geometric and non-geometric information, the effects of reference frame and enclosure size on 
children’s spatial reorientation behaviors as well as early sex differences in spatial reorientation. Future 
researches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experiment condition, the regularity of 
the environment, the directness and indirectness of geometric information and study how to integrate these 
three theories. 
Key words: children; spatial reorientation; modular theory; adaptive combination theory; image-matching 

theory 
 


